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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律师群体的出现及其新知识背景的影响近代中国律师群体的出现及其新知识背景的影响近代中国律师群体的出现及其新知识背景的影响近代中国律师群体的出现及其新知识背景的影响    

     

 

    律师作为一种体现着民主精神的职业，与专制不相融合。在转型时代的中国，

他们作为不同法律文化的产物，在其社会行为中深深地打上了新知识、新观念的

印记。  

 

一、中国本土律师的出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日益兴起的维新改革思潮中，一些中国人已经开

始比较理性地去认识律师制度了。1894 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提

出：“中国亦以状师办案，代为剖析，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
1
 在这里，郑

氏所说的状师就是律师, 其关注的问题在于律师可以帮助制止冤案的产生。尽管

他没能作过多的阐发，没有从更为广义的层面上去看待律师制度对于个人权利的

保护，但是这种说法已经是那个时代比较接近于律师制度本意的解读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有了进一步加深﹐因此有关律师制度的议论当然

也就更具识见了。1902 年刊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在其法律篇中收入了

顾家相的文章，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对西方律师制度则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他说： 

泰西则务伸民气，谓人人有自主之权，彼此互争专藉律师为枢纽，苟有

一端之善，一节之长，务当代为争辩, 必至理屈词穷, 智尽能索而后已。在

承审﹑陪审者转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直待胜负既分，坐受其成而已﹐其

不能不重用律师者势也。然则中国之严禁﹐恶其挠上之权﹐西国之重用﹐欲

其伸民之权。荤菜 

该文的作者已从体制上的差异来看待中西方在使用律师方面的不同﹐强调了君权

与民权的区别所造成的不同结果。并且认为： 

方今五洲信道交涉日繁，江海大埠华洋互讼必须延请律师﹐与其取材异

地，曷若择中人之娴西律者使充是选﹐并令聪颖子弟入外国学堂讲习西律，

一体考试﹐以储他日之用，亦讲交涉者之急务也。”
2
  

应该说他与郑观应都认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律师，但他们的着眼点显然有所不

同。清末宣传维新思想的巨擘严复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于 1904 年开始翻译孟

德斯鸠的《法意》，在给此书所加的一则注中指出：“夫泰西之所以能无刑讯而

情得者，非徒司法折狱之有术﹐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也﹐有辩护律师﹐有公听之

助理﹐抵瑕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而吾国治狱﹐

无此具也﹐又况诪张之民﹐誓言无用﹐鹘突之宰﹐惟堪不明﹐则舍刑讯﹐几无术

矣。”
3
 在这里﹐严复则是将中国与泰西的司法制度作比较﹐指出中国司法存在

                                                 
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第 5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2 顾家相﹕《中国严禁讼师外国重用状师名实异同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甘韩 辑﹐ 杨
凤藻 编校）﹐第 344-345 页﹐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 年﹐据光緖壬寅(1902)商绛雪参书局刊本

影印。 
3 《孟德斯鸠法意》第 19卷 22章续申前说﹐第 4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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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而其中缺少律师制度的实行也正是那些不足的一个方面。这些议论表现

了当时那些具有革新思想的人们的基本认识﹐以及他们改变现状的要求。当 20

世纪初中国的法制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时﹐设立律师制度也就很自然的成为其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 

1902 年 3 月 11 日﹐清廷下诏﹐要求出使各国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送回

国内﹐以资参考。并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大臣﹐“慎选熟悉中西律例

者﹐保送来京﹐听后简派﹐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发。” 5 月﹐清廷根据张之

洞等人的奏保﹐命沈家本﹑伍廷芳参订现行法律﹐要求“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

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4
 随之﹐沈家本和

伍廷芳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律工作。经他们编订的新律有《刑

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草案》﹑《大清现行

刑律》﹑《商律》﹑《国际条例》﹑《禁烟条例》﹑《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

案》﹑《大清民律草案》等。其中沈家本﹑伍廷芳于 1906 年主持完成的《刑事﹑

民事诉讼法》﹐就直接引进了西方的诉讼制度和原则﹐当然其中也包括实行律师

制度。新法的制定者对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深有认知﹐并在所上的奏折中说明了实

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说﹐“盖人因讼对簿公庭﹐

惶悚之下﹐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 而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使用自己本国的律师就更有必要﹐“夫以华人讼案﹐借助外

人辩护﹐已觉扞格不通﹐即使遇有交涉事件﹐请其申诉﹐亦断无助他人而抑其同

类之理﹐且领事治外之权因之更形滋蔓﹐后患何堪设想。”
5
 这一法律文件分五

章﹕总纲﹑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案件﹐共 260

条。在刑事规则和民事规则﹐以及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都有关于律师的条文。其

中规定﹕“承审官应准被告或所延律师得向原告当堂对诘。”“被告或所延律师

均准向原告各证人对诘。”“被告或所延律师对诘原告各证人后原告或所延律师

亦可覆问原告各证人。”
6
 此外还对律师资格﹑注册﹑违纪处分等内容作了明

确的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诉讼法规﹐也是中国第一部确认律师辩护的法律文

件。然而在这一新法递交之后却引来了各地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的一条重要理

由就是在中国实行律师制度只会带来祸患﹐会导致“良懦冤抑，强暴纵恣，盗已

起而莫惩，案久悬而不结”
7
。这个法最终未能得以实行。此后﹐在沈家本等人

编订的那些新法中有不少涉及了律师辩护的内容﹐例如《大清刑事诉讼草案》和

《大清民事诉讼草案》﹐就规定非律师不得为辩护人，所有律师必须经过考试，

才能就职，而且还要受审判衙门的必要监督。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有包揽词讼、

咆哮公堂之弊。若律师以外之人为辩护人，则以经过审判厅许可为限，未经许可

者不得从中干预。尽管这些对律师办案有实质性内容规定的法案都未能予以实

施﹐但是清政府于 1909 年和 1910 年先后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

院编制法》﹐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律师存在的合法性。其中由沈家本等人编订

的《法院编制法》规定﹐从事律师的年限可以成为推事和检查官的重要条件。例

如﹐“充京师及各省法政学堂教习或律师历三年以上者得免其考试﹐作为候补推

事﹑候补检查官。” “充任京省法政学堂教习或律师五年以上而任推事及检察

                                                 
4 《清实录‧德宗朝》卷 495﹐498。 
5 《伍廷芳集》上册﹐第 280 页。 
6 《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法律汇编》﹐第 266-267 页﹐上海﹐群益书社 1910 年。 
7 《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1907 年 9 月）﹐《光绪朝东华录》﹐

总第 5733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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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者。” “充京省法政学堂教习或律师十年以上而任推事及检察官者。”
8
 这

种对律师的承认﹐毫无疑问为律师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起来创造了条件。        

有了清末法律改革的预先铺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律师制度的实施也就是

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1912 年 3 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警务局长孙润

宇将其编成的《律师法草案》送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在呈文中说明了建立律

师制度的重要性：“盖有律师，为诉讼人攻击辩护，事事依据法律﹐绅既无所容

其觖望﹐官亦不能稍有徇违。而自起诉检查一切手续，皆有律师为之先导﹐不致

仍前无所适从。民间恶感﹐非但可以消除﹐而律师之信用既彰，则于司法机关且

可因以发展。其关系诚非浅鲜。……诚以司法独立，推检以外不可以不设置律师

与之相辅相制，必使并行不悖﹐司法前途方可达圆满之域。”
9
 孙中山阅后，

在其批文中这样写道：“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

现各处既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亟定法律﹐俾资依据”
10
 并随即将此草案转至

法制局审核﹐以便“咨送参议院议决” 。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在批文最后加

上了“切切﹗此念” 数字 ﹐表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

在的时间短暂﹐该政府没有来得及将其付诸实行。不过这一问题在迁都北京后仍

然得到了同样的重视，并且很快地将律师章程付诸实施了。1912 年 6 月，参议

院通过《司法部官制》，其中就有关于律师的内容。同年 9 月 16 日，北洋政府正

式公布施行《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实行的第一个律师法规，标志着

律师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起来。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律师章程是以日本的律师法

为蓝本的。稍后﹐北洋政府还公布了《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律师惩戒会暂行会

则》 ﹑《律师应守义务》 ﹑《律师考试令》等法规，力图使新建的律师体制完善

起来。于 1915 年颁发的《律师应守义务》就明确指出：“查现在情行，原章尚

多漏义，所有律师对于法院及当事人应守义务，除遵照现行律师章程第五章之规

定外，本部为补救流弊起见，兹将酌定五款﹐饬知该应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其

中前四款进一步规定了律师与委任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第二款就为了杜绝律师可

能不正当地从原被双方均获利益，明确规定，“律师因处理委任事务，不论用何

种名义或基于何种行为，向委任人之相对人取得利益时，须移辖于委任人。”而

第五款则明确提出，如果“发见律师有扛帮诉讼，教唆供述供述，虚构事实情事

时，应即移付惩戒。”
 11 

很显然，这些条款都是根据实际出现的问题，为了进

一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以及规范律师业而提出来的。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本土律师是那些留洋学生，还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们

就活动于沿海城市的租界，但为数很少，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外籍律师事务所。

1912 年 1 月初，江苏都督府提法司任命陈则民等 32 名法政学堂毕业生为公家律

师，并指出：如有原被告聘请他们，他们便可上法庭为其辩护，
12
 这是最早由政

府公布的本土律师名单。与此同时，江浙一带包括上海地区也已经出现自发组织

的律师团体。在《律师暂行章程》正式公布之后，律师组织开始被纳入到一个相

                                                 
8 《法院编制法》﹐《大清新法律汇编》﹐第 191﹑193 页﹐上海﹐群益书社宣统三年出版。 
9 《临时政府公报》﹐第 54 号(1912 年 4 月 1 日) ﹐第 14 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274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 
11《民国十三年订编法律大全》第 950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 年。 
12 《金閶新纪事》，《申报》﹐1912 年 1 月 8 日，上海书店 1982 年影印本，第 116 册，第 100 页。

其名单﹕陈则民﹑钱谦﹑陈毓璇﹑徐用锡﹑孙巩圻﹑祝寿柏﹑丁榕﹑陆家鼒﹑周衡﹑范惠﹑孙

展圻﹑巢堃﹑王凤瀛﹑李文玉﹑吴让礼﹑胡廷宪﹑朱祖壶﹑金石声﹑宋铭仁﹑宋肇琪﹑贺冠南

﹑吴曾善﹑江维钧﹑俞高嵘﹑罗逢瀛﹑罗永清﹑蔡倪培﹑潘志冈﹑沈复﹑钱崇固﹑沈兆芝﹑沈

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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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序的制度框架内，成了司法制度的重要一环。按规定，要成为一名正式的律

师，必须要通过相关的审核，在司法部登录备案，并由司法部发放律师证书。截

止到 1912 年年底，即《律师暂行章程》正式实施后的 3 个多月时间里，司法部

向 297 人颁发了律师证书，到 1913 年 6 月，累计获得律师证书的人为 1492 名
13
。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都纷纷组织律师公会，其会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全国的律师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据当时司法统计， 1935

年各地律师公会员数总计为 10249 人。1936 年各省律师人数分别为：
14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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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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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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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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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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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71

人 

730

人 

254

人 

234

人 

389

人 

736

人 

97

人 

35

人 

10

人 

429

人 

1132

人 

108

人 

贵

州 

察

哈

尔 

绥

远 

合计 

8 人 15

人 

18

人 

8049

人 

    
由于发生战事，当时河北高级法院并未将该地的律师人数上报，因此 1936 年度

司法统计少了河北的数据，与上年度相比也就少去 2200 人（这相当于当时河北

律师的人数）。从这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律师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城市

化发展得较快的地区其律师人数明显较多。当时上海的律师人数为 1313 人，是

国内城市中最多的。 
 

二、一个新的知识群体 

 

     与传统时代没有地位的讼师全然不同，本土律师一出现就有着引以为荣的

社会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正在筹建的新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另一方面，他们的业务活动与维护人权相连，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 

之所以说他们是新的知识群体, 则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 其一,就律师这部

分人所从事的职业而言, 是一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所没有的职业,  或者说是传

统社会无法容纳和不愿接受的职业。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 律师无疑是一种新的

社会职业, 是传统社会中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成员﹐他们所从事的律师工作是

专业性很强, 知识程度要求较高的工作。作为新社会知识群体的一部分, 他们与

传统知识分子明显不同﹐他们大都接受了新式教育﹐而且所从事的职业就是服

务社会﹐为各类不同的当事人做法律代理﹐为他们出庭辩护﹐其所走的生活之

路与传统士人的读书做官大异其趣, 带有着商业社会的明显特征。 

其二, 他们所接受的法律教育, 是近代以后才兴起的新的教学内容, 这在

以科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 以我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为例, 在

其一般的教育系统中基本就没有法律教育的内容。 官员的法律知识并非得自于

正统教育, 而是来自于行使职务的行政经历。作为从事法律事务的幕友则是从师

受业, 他们所采取的教育形式与后来的学校教育有很大不同, 所学无非是如何

                                                 
13 《司法公报》，第 5 号， 
14 司法行政部统计室：《民国二十五年度司法统计》，第 455-4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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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法律内容和司法程序, 书写法律文书, 以及如何断案等等。
15
 这些教学内容

非常具体, 尽管针对性及实践性很强, 但缺乏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化及系统

化, 这与西方的法律学校以及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的新式学校中的法律教育有着

很大的不同。 1905 年伍廷芳、沈家本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在其拟设的课程中虽

然有大清律例、唐明律及现行法制等内容，1910 年学部在设立京师法政学堂章

程中也还设有大清刑律和人伦道德，但除去这些传统内容之外，其他课程都是现

代法律科目。至 1912 年 10 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中已不

见传统法律内容，课程完全依据西方法学体系来设置,其规程规定: 法政专门学

校修业年限, 本科三年, 预科一年, 本科由预科升入。本科设法律科、政治科、

经济科。法律科必修课程为: 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

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语。选修课设: 刑事

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史、法理学。
16
 这一规程中的课程是一个法制

社会所必备的内容，是传统教育中前所未有的, 其目的正在于培养适合新形势的

法律专门人才。 尽管民国之初建立起的法律学校还很不成熟, 并没有完全达到

上述那样的标准, 但是随着发展, 这种状况在不断改变。以法学教育开展得较好

的上海地区为例， 30 年代持志学院的法科, 4 年学制, 设置必修课程 40 门: 第

一学年 9 门, 国学概论、英文文学、英文修词及作文、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

民法总论、党义、军事教育; 第二年 7 门, 宪法、债权概论、物权法、罗马法、

行政法、刑法总论、刑法分则; 第三年 12 门, 债权各论、民事诉讼法、刑事诉

讼法、国际公法、土地法、公司法、亲属法、法院组织法、军事教育、继承法、

诉讼实习、选修; 第四年 11 门, 中国法制史、国际私法、民事诉讼法二、保险

法、破产法、劳工法、海商法、监狱学、强制执行法、诉讼实习二。此外还设有

7 门选修课: 刑事政策、法医学、犯罪学、公文程序、指纹学、中国法律思想史、

欧美法律思想史。
17
 而 30 年代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更加完备, 该校学生

所修课程达到五六十门之多,其学习内容涵盖大陆法、英美法、中国法三种不同

法律体系中的广泛课程。1934 年东吴法学院公布的课程就有：中国法、近代大

陆法（法国、德国、日本和苏俄民法）、英美法，以及罗马法和国际公法、国际

私法。学生不但要学习罗马法和法律拉丁文，还要研究大陆民法（德国或法国）；

比较法选修课有各国法制史和各国刑法比较。这突出地体现了东吴法学院比较法

的学习与研究。
18
 以东吴大学 1938 年法律系毕业生为例，一个英文名为 Peter 

Pau Koo 的学生，在其 5 年的学习中所修的课程如下：第一年：国文、修学指导、 

英文、社会学初步、法院组织法、中国法制史、 公文程式、世界史、政治学纲

要、心理学；第二年：民法总则、刑法总则、宪法、罗马法、英美刑法、国际公

法、法律伦理、刑法分则、行政法、劳工法；第三年：民法物权、民法债编、公

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英美侵权行为、票据法、证据法学；第四年：

民法亲属、保险法、英美契约法、国际私法、法理学、诉讼实习、民法继承、土

地法、海商法、强制执行法、法律哲学、立法原理、诉讼实习；第五年：经济学、

监狱法、法律思想史、大陆民法、英美衡平法、英美亲属法、理论学、会计学、

                                                 
15
 参见张伟仁: “清代的法学教育”, 贺卫方编: 《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第 145-247 页,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6
 引自李贵连主编: 《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 第 51-52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7
 《持志学院一览》(1933 年), 第 11-16 页。 

18
 参见康雅信:《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第 249 页，中国法政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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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伦理、审判实务、违警罚法、论文。此外，该学生在校期间还选修了俄文、

德文、苏俄司法制度、海陆空军法、警察行政、军事训练等课程。
19
特别应该指

出的是，在注重书本学习的过程中, 这样的教育也并没有忽视实际的操作, 持志

学院和东吴大学等学校的法律专业都设有诉讼实习的课程内容, 让学生在模拟

法庭上, 通过自己的实践掌握法律知识技能。 特别是东吴大学, 在每次进行诉

讼实习的时候, 都请法院的法官来进行现场指导, 从而使得这样的实习效果十

分明显。 在北京，朝阳大学也是一个法学教育的很好典范，尽管它与东吴大学

的教育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法学教育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同样十分突出，一名学

生在这里经受四年的法学教育，他同样需要修四十多门必修课。上个世纪 20 年

代朝阳大学公开刊印的法律科讲义就达三十种之多。作为对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 

学生们经过这样的教育, 应该说所具备的条件已相当全面了。且不说这样的知识

结构是传统教育所无法给予的, 更重要的是, 这种教育所基于的思想理念与传

统观念截然不同, 它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完全吻合, 是基于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

总之, 通过这样培养而造就的学生才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新型人才。正是由于

这种异于旧式教育的知识背景，使他们的思想理念也迥异于传统的士大夫。 

概括地说, 律师是随着近代社会变迁的新需要而产生的, 无论从其职业功

能还是工作性质来看都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 同时也体现了与旧时代十分不同

的社会内涵。 

 

三、新知识背景的影响 

    

  在认识了中国律师群体的产生及其接受教育的基本过程之后，我们要追问的

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从所接受的新式法律教育中究竟获取了什么样的养料，受

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要回答这样问题，我们首先就应该深入到法律教育的内容中

去，去探寻当时法律教育的核心内容及其知识体系。 

自清末开展法律改革以后，新式法律学校层出不穷，尽管初期的学校良莠不

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教育逐渐形成规模，教学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以上我们所列举各校的课程来看，全新的课程设置，使法律学校的学生接受了

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思想理念。从法律专业的角度说，在经过法律

专科或本科的教育之后，学生至少对近代西方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大陆法系有了

较为全面的了解，对法律的作用有了明晰的认识。并且通过对诸如民法、刑法、

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习，为他们将来从事法

律职业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前所述，不少学校在传授专门知识的同时还

开设诉讼实习课，并设立摹拟法庭，在学员走上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工作之前，

就为他们提供将所学的知识如何运用到职业实践中去的机会，这对他们来说是极

为有益的。民国时期的律师除了一部分从国外留学归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本国

法律院校中接受这样训练的。经过这种训练，使他们有了成为合格的法律人的可

能。 

    然而从观念层面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内容与中国传统的教育

内容差异很大，它们来自于西方，与近代西方的商业社会以及民主政治紧密相连，

从当时法律院校的法学通论、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立法原则等基

本课程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新式法律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思想。 

                                                 
19 《东吴大学法学院 1938 年毕业生学籍材料卷》，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45-1-284（2），

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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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强调平等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西方各国法律的一项基本原

则，“今日之法律思想，法律上之人不分宗教、种族、职业、身份、男女及年龄，

皆以平等为原则。” 
20
 这在清末的京师法律学堂以及浙江法政学堂等学校的讲义

中就一再强调。民国成立后，把类似这样的内容写入了临时约法。在此后创办的

法律院校中，这样的思想更是贯穿于各种课程讲义中。 

其二，强调权利观念，阐释人们在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因为“ 解

释今日之法律，非以权利之观念为出发点不可也。”
21
 当时的法学通论等教材在

论及权利相关内容时，依照当时的西方理论，一般将人们享有的权利按照公、私

法之别将其区分为公权与私权，公权包含：行为请求权、自由权、参政权；私权

则包括：人生权、财产权等。在这样的区分之下，还有更为细致的划分，譬如在

人生权之下包括，人格权、身份权，而人格权有 7 种，身份权有 4 种。
22
 当人们

的权利受到损害时，他们可以为保护自己的权利提出相应的诉求。当然在享有权

利的同时也还要承担义务，但这与传统时代所强调的内容则有很大的不同。 

其三，刑法方面，强调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同时，仍关注人权的保

障，关注刑罚中的人道主义。 

其四，民法方面，贯彻保护私人财产的原则，主张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

价交换等观念。 

其五，宪法方面，主要介绍西方各国的国家体制，以及民主共和观念，强调

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宣传国家主权观念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内容。 

总之，这些基本原则和观念，构成的是一种全新的法律世界观。对于转型时

代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它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重要转变，

在这个意义上，新式法律教育又可以说是一种强化公民意识的教育。专制时代的

文化与意识形态给民众灌输的是臣民意识，即奴仆意识，在君权至上的价值准则

下，人们信奉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信条，只

知服从，尽义务，不知权利为何物，缺乏权利的自主意识。 而公民意识则与此

迥然相异。所谓公民指在一个国家里，具有该国国籍，并享有法定权利和义

务的社会成员。公民意识则主要指公民对于自身享有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自

觉，其中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是互为前提或基础的。在这样的公民意识里，

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是其重要的内容。新式法律教育

内容完全契合于上述公民意识概念的表述。正是立于这样的基点，当我们

将两个不同时代的法律人古代讼师与现代律师作比较时，两者的区别显而

易见。  

    首先，在司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明显不同：其一，由于律师制度的确立，

法律代理人通过法庭的辩论对于当事人的权益，特别是私人权益予以保护。 而

这在讼师那里却难以实现，由于在传统时代他们无法介入庭审过程，因此他们一

般只能对涉案当事人提供相对有限的法律帮助。如果他们要提供较多的服务，那

就会越过界线，有遭到处罚的危险。这里说的“越界”，实际上就是超越了权的

界限，因为处理官司是属于官方的事务，属于公权的管辖范围，私人绝不能随便

涉足。律师作为个体的代表据理力争，在传统的当权者看来只会威胁到官府的地

位，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其二，律师作为职业的法律从业者，他们用自己的合法

身份以及合法的话语权来为当事人申辩。通过这样正常的法律渠道，一方面，他

                                                 
20 《民法总论 • 浙江法政学堂讲义录》第一学期第二册，第 35 页，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版。   
21 （《民法总则》，上海法学院讲义，上，第 17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22 见《法学通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第 115 页，191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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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为法官作出最后裁决提供重要的依据；另一方面，他们甚至还可以对法官

的不公判决提出异议，起到一种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法

官的偏听偏信，以及专断的现象发生。正因为讼师不可能像律师那样名正言顺地

代表原被双方，直接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当事人申诉，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只能在庭

外进行。于是，当事人之间就无法根据各自的利益和不同的看法展开法律层面的

对话，而只得被动地听凭法官的裁决。因此，传统中国的衙门就只能是州县官居

于强势的机构，在这种条件下判案，不专断，不偏颇是不可能的。 

即使有上述的不同，人们仍然常常把传统时代的讼师称之为“古代律师”，

其原因就在于律师与讼师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他们都从事于法律事务的代

理，是司法过程的一部分。两者参与司法过程的法律活动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

上的相通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从整体来看，律师为当事人处理

法律事务，为当事人辩护，相对来说是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维权行为，同时由

于他们所具有的全新知识背景使得他们的法律活动比起讼师来，所涉及的面要

远为宽广和复杂，而且也更有深度，两者的法律活动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

是，这里所体现的不同点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不同的法律知识背景以及不同的思

想理念上来。在主观上，两者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的明显差

异。因为，有没有律师的出庭辩护，其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维权的核心价值，

这是律师之所以为律师而不同于讼师的关键所在。传统中国的法律并不是以保

护人的基本权利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的，这与律师职业以权利为依归的法律文化

有所不同。 

正是具有这种共同的知识背景，使得律师群体有着比较一致的价值观，再加

上自由职业者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民国历史上，律师的群体活动显得异常活跃。

作为法律人，他们不仅在司法过程中为公平正义慷慨陈词，而且也为健全法律环

境建言献策。他们追求民主，也为捍卫国家主权挺身而出。这在上海地区表现得

尤为充分。 

1923 年 10 月，全部由上海律师公会成员组成的法治协进会通电全国各职业

组织和公团，坚决反对议院任期届满而延期的违宪行为，他们在通电中从法制的

角度尖锐地指出： 

民国肇造，十有二年，变乱相寻，迄无宁岁，推源祸始，厥由攘权窃柄

之人，暴戾姿睢，毁法乱纪，以便私图也。然暴徒毁法，其为祸犹可逆计，

至若号称全国最高立法府之国会，国民代表之议员，而亦以毁法乱纪为能事，

此其为祸，宁有穷期！现于近日参众两院通过延长期案，不禁疾首痛心，发

指眦裂，虽欲为议员恕而不可得矣。 …… 国有常刑，况众院议员既经任满，

参院因连带关系，概不能行使职权，则其开会议决，毫无凭藉。故在众院未

经改选之前，议员种种行为，法律上既无根据，当然不生何种效力。本会同

人蒂目时艰，以促成法治为天职。而因事立言，屏绝对人感情作用，一以法

律为依归。盖以法者， 国之大本，民之所与立也。法之不存，国将不国。

库讵知毁法乱律之行为，竟出于全国最高立法府之国会，代表国民之议员，

是可忍，孰不可忍。本会同人对于此等违宪行为，誓不承认，我举国发团，

各界领袖，同为民国主人翁，倘人心未死，清议犹存，其将何以教之。
23
 

这样的法律诉求，体现出上海律师们极强的法制观念和很高的职业素质。为了促

使法律的不断完善，上海律师或是以个体律师的身份，或是以律师公会的团体名

                                                 
23 《法治会反对众院延期》，《时报》，1923年 10月 8日，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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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建议，其中一些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律制度完善的实

际进程。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期上海律师公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实施公设辩护人

制度的建议，尽管国民政府迟至 1945 年才公布《公设辩护人服务规则》，但这一

建议的作用最终还是得到了实际的体现。此外，在收回法权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

抗日救亡过程中，上海律师群体更是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收回会

审公廨的问题上，上海律师公会向政府部门多次呼吁，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

从最终收回会审公廨所实行的办法来看，他们的不少建议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采

用。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上海律师群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迫切心理。  

就全国范围来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冤狱赔偿运动

中，各地的律师组织在全国律师协会的协调组织下积极地参与。中华民国律师协

会冤狱运动委员会在开展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之际发表宣言指出：“本会凛于法弱

国弱之训，深以法院府怨为忧﹐爰乘司法长官整饬纪之会，一致本救焚拯溺之精

神，亟求实现冤狱赔偿制度，以保障我人民生存之权利，即以建全我国家之组织。 

盖国家系一种有机体，若其构成分子不能遂其合法之生存，则亦无异于人生之细

胞，失其生理上之营养。细胞不得其养，而人身伤构成分子不保其生存，则国亦

不国矣。”
24
 这番话正道出了律师界面对这些法制缺陷而感到的忧虑，以及对建

全法制所抱有的无限希望。虽然建立相关制度的呼吁并未能被当时政府采纳，但

颇有声势的宣传活动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贫民法律援助问题上，全国律

师界同样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34 年，中华民国律师协会拟定《贫民法律扶

助会暂行规则》，随后向各地律师公会征询意见，得到积极的响应。上海、金华

等地律师公会纷纷附设贫民法律扶助会，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以上这些活动与律师的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越出了具体的律师职业

范畴，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他们的知识背景中得到恰当的解答，或者说，还可以

从公民意识的诠释中得到印证。  

    总而言之，新知识造就了新职业，像律师这样体现民主观念的新职业的产生，

又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24 《上海律师公会第二届冤狱赔偿运动周宣言》，《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第 33 期﹐第 241 页。 


